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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气溶胶包含具有感染性和致病性的微生物，大型医院、垃圾处理厂和养殖场等是其排放的

重要场所，其从业人员长期暴露在高浓度的生物气溶胶中存在一定健康风险。通过梳理生物气溶胶健

康风险评估的相关研究进展，整理归纳现有生物气溶胶健康风险的评估方法，发现非致癌健康风险存

在计算方法不统一、照搬国外化学物质评估方法、缺乏本土化暴露参数、参考暴露剂量缺失等问题，导

致其结果缺乏科学性且无法进行对比。基于目前研究现状，提出生物气溶胶非致癌健康风险评估需统

一风险计算方法、采用本土暴露参数、研究相应剂量效应关系，推导本土参考暴露剂量（RfD），并加快

制定相关标准规范，有利于准确评估生物气溶胶的健康风险。

关键词　生物气溶胶；健康风险评估；非致癌风险

生物气溶胶是指含有生物性成分的固体或液体

微粒悬浮于气体介质中形成的稳定分散系，其生物性

成分包括细菌、病毒、真菌、孢子、花粉及其代谢产物

等，粒径范围为 0.01~100 μm[1]。近年来发生的大规模

疫情，如 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2019年的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及 2025年急性肠胃

炎疫情（诺如病毒）等，是病毒通过飞沫和生物气溶胶

在人群中迅速传播导致的。其中，COVID−19在

2020年导致全球 410万人死亡，2021年导致 880万

人死亡，气溶胶传播风险可高达 26%[2−3]。此外，长期

暴露于军团菌、结核杆菌、炭疽芽孢杆菌、烟曲霉、白

色念珠菌、花粉和孢子等致敏性和致病性生物气溶胶

中[4−6]，可能增加肺炎、过敏性鼻炎及哮喘等疾病的风

险[7−8]。因此，有必要针对环境生物气溶胶开展健康风

险评估，以量化其健康风险并确定优先控制对象。

当前环境生物气溶胶的健康风险评估通常采用

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估（quantitative microbial risk asse-

ssment，QMRA）与非致癌风险评估（危害商（hazard

quotient，HQ），危害指数（Hazard index，HI））2种方法，

前者为单一病原体感染风险量化，后者为整体生物气

溶胶综合风险评价。2类方法虽已广泛应用于各类污

染场景，但仍存在明显短板：如 QMRA法评价维度单

一，无法表征复杂微生物群落的综合健康效应；非致

癌风险评估存在概念混淆、阈值混乱、本土化参数缺

失、模型适配性差等问题，且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标

准化评价体系，导致研究结果可比性差、评估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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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难以支撑精细化风险管控。基于此，本文系统

梳理生物气溶胶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框架，重点剖析非

致癌风险评估的研究进展，聚焦核心计算方法、关键

暴露参数与现存问题，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为该方

法的规范优化及生物气溶胶健康风险防控提供理论

参考。 

1    生物气溶胶健康风险评估方法研究现状

人类对生物气溶胶的研究可追溯至 19世纪（图

1）。生物气溶胶健康风险评估发展历程的时间轴系

统梳理了 1833—2013年生物气溶胶及健康风险评估

领域的 8个里程碑式关键事件，完整呈现了该领域从

“现象发现”到“系统研究”再到“定量风险评估”的发

展脉络。1833年首次采集到空气中的霉菌孢子开启

了空气中微生物存在的新认知，路易斯·巴斯德1861—1864

年发表曲颈瓶经典实验，彻底推翻“自然发生说”不仅

奠定了现代微生物学基础，也直接证明了空气可作为

微生物的传播载体，是生物气溶胶研究的理论起点。

1943年美国启动气溶胶感染计划，把生物气溶胶作为

生物战剂。随着对“农民肺”等空气微生物致病机制

的深入认识[9−10]，1989年，美国政府工业卫生专家会

议（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al Hy-

gienists，ACGIH）首次将生物气溶胶定义为：由具有生

命活性的有机体所释放到空气中，大小范围在 0.1~

100 μm之间的大分子和易变异的混合物[11]。大量研

究证明，生物气溶胶暴露与炎症、呼吸道和过敏性疾

病密切相关[12−13]。生物气溶胶健康风险评估技术体

系起步较晚，当前评估实践主要依托美国国家科学院

1983年提出风险评估“四步法”框架（危害识别、剂量

反应评估、暴露评估、风险表征），随后美国国家环境

保 护 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

EPA）又对健康风险评价做出了更为细致的说明 [14]，

但在“剂量−反应评估”与“风险表征”环节因目标差异

有方法分化：多德团队于 2000年[15]首次将 QMRA框

架用于量化堆放生物固体工人及 10 km外居民的微

生物感染风险，是生物气溶胶 QMRA风险评估的早

期关键研究；李彦鹏团队[16]在 2013年首次明确将采

用非致癌风险评估“危害商”（HQ）作为生物气溶胶健

康风险的评估工具，将某污水处理厂的所有气载微生

物视作一个总体暴露单元来计算危险系数，开启了生

物气溶胶整体健康风险评估的先河。
 
 

1 2 3 4 5 6 7 8

1833 1943 1983 2000

1864 1963 1989 2013

美国NAS提出
风险评估“四步法”

生物孢
子致农民肺病

QMRA量化感染风险
查理斯采
集霉菌孢子

ACGIH首次定
义生物气溶胶

明确使用HQ评估
是生物气溶胶研究的理论起点

 路易斯·巴斯德证实空气中存在活微生物，

美国启动
气溶胶感染计划

图 1　生物气溶胶健康风险评估发展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以 bioaerosol、biologi-

cal  aerosol、 microbial  aerosol、 microbial、 bacterial、

fungal、 risk  assessment、 QMRA、 hazard  quotient、

exposure、health、disease burden等为核心主题词进行

文献检索，检索时间 1990年 1月至 2025年 10月

5日，共获取该领域有效文献 335篇，其中明确采用特

定评估模型的共 140篇（含 QMRA法 80篇、HQ法

57篇、双模型整合评估 3篇）。基于 CNKI数据库，

检索气溶胶、空气微生物、健康风险、感染风险，共获

取有效论文 68篇，其中单独采用危害商法（HQ）5篇；

单独采用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估（QMRA）3篇；同时使

用 HQ与 QMRA两种模型 1篇，由于相关性及数量

较少，主要分析统计英文论文。

从图 2可以看出，2019年后生物气溶胶相关健康

风险评估领域的研究热度显著提升，非致癌风险评估

法因计算简便且反映总体风险，使用量逐年攀升。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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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该方法在计算方法、剂量−效应关系及暴露参数选

取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技术体系，导致现有评估结果

的科学性和可比性不足。

QMRA与非致癌风险评估的评价原理、适用场

景差异显著，在实际研究中形成互补的风险量化体

系，广泛应用于各类污染场地与人居环境的生物气溶

胶风险评价。

QMRA侧重于评估水、土壤和空气中特定病原

微生物对个体造成的感染风险，可量化单次暴露感染

概率及年累积感染概率，适用于针对单一病原体在特

定暴露周期内健康风险的定量分析[17−18]。如李彦鹏

课题组[19]跨气候带多城市采用 QMRA方法发现我国

季风气候区细菌病原体的年感染风险与疾病负担分

别超US EPA（2012）和WHO（2016）规定的 10−4 和 10−6

阈值；李丹课题组[20]采用 QMRA方法评估上海城市

垃圾收集场景，发现一线从业人员病原菌年感染风险

远超WHO可接受 10−4 的限值。

生物气溶胶非致癌风险评估方法的系统应用起

步较晚，从 2013—2025年发展仅 12年。非致癌风险

评估中的危害指数法，则主要借鉴美国环境保护署的

化学物质健康风险评估框架，将生物气溶胶中所含的

全部微生物视作一个总体暴露单元，通过累积各尺寸

微生物组分的潜在危害效应，综合估算其整体非致癌

健康风险[21]。龙於洋课题组 [22]采用 HQ法证实垃

圾填埋场开挖产生的病原体气溶胶影响可达下风向

500 m，全程 HQ>1，健康风险不可忽视；Jain等 [23]采

用 HQ法发现印度 2个贫民窟家庭的室内可培养真

菌暴露导致较高非致癌健康风险（HI>1）。

虽然现已有大量研究围绕多场景、多种改进方法

开展生物气溶胶健康风险评估，为风险识别与管控奠

定了坚实基础，但 2类主流方法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

诸多局限。QMRA方法可精准量化单一致病微生物

的感染风险，却难以反映复杂生物气溶胶系统的综合

健康风险。非致癌风险评估法操作简便、适用于整体

风险评价，应用日趋广泛，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一，

核心概念混淆，诸多研究混淆了参考浓度与参考暴露

剂量的本质差异，存在参数混用问题；其二，阈值选取

混乱，参考浓度（RfC）设定未结合暴露途径、场景类

型、微生物种类差异化标准，取值涵盖 500、800、1000、

1500、2500、5000 CFU/m3 等，常用的 500 CFU/m3 阈

值被随意套用至细菌、真菌、总微生物等不同评估对

象；其三，暴露参数本土化缺失，多数研究直接照搬国

外通用参数，与我国人群特征及环境实际不符，评估

结果偏离实际风险；其四，方法适配性不足，直接沿用

US EPA化学物质风险评估框架，未针对生物气溶胶

活性、感染性、群落变异性等独有属性进行优化。此

外，当前生物气溶胶非致癌风险评估尚未形成统一规

范的技术体系，计算公式、参数选取与数据来源均无

统一标准，导致各研究结果可比性极差，难以有效支

撑环境健康风险管理。 

2    暴露参数研究进展

作为环境健康风险定量评估的核心参数，暴露参

数的合理性直接决定评估结果的可靠性：当环境介质

中污染物浓度已实现准确定量时，暴露参数的选取越

贴近实际目标人群的暴露特征（如暴露途径、时长、

频率等），最终风险评价结果的准确性便越高[24]。如

图 3所示，国外针对人群暴露参数的研究起步较早、

体系较为完善。如美国于 1989年出版首版《暴露参

数手册》（《Exposure  Factors  Handbook》）后，分别于

1997、2011年完成 2次修订[25]；同时针对儿童特殊人

群专项编写并完善了《儿童暴露参数手册》（《Child-

Specific Exposure Factors Handbook》）。欧洲、日本、

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均参考美国 EPA框架，结合本土

人群特征相继构建了本地化暴露参数数据库与手册

体系[26−28]；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也于 2001—2014年陆

续完成本土暴露参数体系建设，发布了适配本国居民

特征的风险评估参数手册。

中国环境健康风险研究始于 20世纪 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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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人群暴露参数调查列为环境健康核心工作，依

托实地问卷调研、模型模拟并借鉴 US EPA研究成

果，于 2013年、2016年先后发布《中国人群暴露参数

手册》成人卷与儿童卷[29−31]，奠定了我国本土环境健

康风险评估数据的基础。但该体系存在明显局限，数

据滞后、收录不全，且皮肤黏附系数、颗粒物摄入量

仍参照美国标准，未适配我国人群人种特征、生活习

惯与环境条件，参数本土化适用性不足。生物气溶胶

成分与浓度受环境类型、人类活动、温湿度及通风条

件等影响显著[32]，化学污染物暴露参数无法适配其风

险评价需求。如表 1所示，排除问卷调查获得的实际

人群暴露参数，不同文献在计算人群暴露风险 HQ

时，将不同国家地区人群暴露参数混用，造成文献之

间缺乏可比性。另外，现阶段国内外现有暴露参数体

系均以化学污染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尚未形成适配生

物气溶胶的专属参数技术体系。
 
 

表 1　生物气溶胶 HQ 评估暴露参数取值

参数 单位
取值

参考文献
男性 女性 儿童

呼吸速率（IR） m3/d
17.7 14.5 7.6 [33−35]
19.02 14.17 — [36]

18.2 14.9 — [37−38]

暴露频率（EF） d/a

250 250 250 [33−35]
180 180 — [36]

180 180 — [37−38]

暴露时间（ED） a

25 20 6 [33−35]
24 24 — [36]

24 24 — [37−38]

平均寿命（AT） d

72.38×365 77.37×365 12×365 [33−35]
73.64×365 79.43×365 — [36]

72.4×365 77.4×365 — [37−38]

体重（BW） kg

66.1 57.8 19.6 [33−35]
66.2 57.3 — [36]

68.6 60.8 — [37−38]
 

为获得精准的风险评估结果，各国均已建立和发

展适应本国人群与环境的暴露参数体系。但生物气

溶胶相关参数体系尚不规范、研究基础薄弱，主要受

制于自身复杂属性与研究短板。生物气溶胶成分远

较化学污染物复杂：涵盖活的细菌、真菌、病毒及各

类生物活性碎片，且微生物活性易受温湿度、光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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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内外暴露参数发展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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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素动态影响[39−40]，难以实现稳定定量与标准化

检测。此外，其健康效应（如致敏性、感染性）存在显

著个体差异，难以建立普适性剂量−效应模型，严重制

约了生物气溶胶风险评估体系的规范化建设。 

3    健康风险评估计算方法
 

3.1    生物气溶胶非致癌健康风险评估计算方法

生物气溶胶非致癌健康风险评估借鉴化学物质

评估框架，不区分微生物物种，将其视为整体单元计

算暴露剂量与风险，常见经口摄入、皮肤接触、呼吸

吸入 3种暴露途径，生物气溶胶主要通过呼吸吸入与

皮肤接触作用于人体，且呼吸吸入途径风险比皮肤接

触途径高出 4个数量级[41]。因此，本文后续聚焦呼吸

吸入暴露途径展开讨论，计算公式如下 

ADD=
C×EF×ED× IR

AT×BW
（1）

 

HQ=
ADD
RfD

（2）
 

⇒ C
RfC

（3）
 

⇒ ADD
RfC

（4）
 

⇒ ADD
RfD计算

=
ADD

RfC× IR
BW

=
C×EF×ED
RfC×AT

（5）

 

⇒ ADD
RfDmale/female

=
ADD

RfC× IRmale/femal

BWmale/femal

=

C×EF×ED× IRTWA

AT×BWTWA
× BWTWAmale/femal

RfC× IRmale/femal
（6）

式中，ADD为呼吸吸入的日均暴露剂量[CFU/（kg·d）]；

C为实际环境可培养微生物的浓度（CFU/m3）；IR为

呼吸速率（m3/d）；EF为暴露频率（d/a）；ED为暴露年

限（a）；BW为体重（kg）；AT为平均预期寿命（d）；RfC

为参考浓度（CFU/m3）；RfD为参考暴露剂量，危险指

数 HI为各暴露途径 HQ总和；当 HQ或 HI<1时，认

为不存在明显的健康风险；当 HQ或 HI>1时，则认为

存在潜在的不利健康风险[33,42]。

其中，式（1）为暴露剂量计算公式，健康风险核心

计算公式为式（2），其计算生物气溶胶的非致癌健康

风险直接沿用了化学物质风险评估框架。然而，化学

物质的 RfD已有明确的人体实验或动物实验数据库

支撑，将其应用于生物气溶胶健康风险评估时，却没

有相应的经过实验论证的 RfD，导致评估结果的可靠

性受限，因此，式（2）在实际评估应用中，学者之间产

生较大分歧，将非致癌风险计算模型进行一定修改，

变体为式（3）~（6），用于生物气溶胶健康风险的评估。

1） 以环境浓度与参考浓度比值计算。由于现有

生物气溶胶 RfD缺失，仅有少数机构给出不同场景下

的 RfC，因此 ，有 Roy等和 Odonkor等 [42−43]以 C与

RfC的比值来估算生物气溶胶的总体健康风险，见式

（3）。在式（3）中将式（2）中的 ADD采用 C替代，RfD
采用 RfC替代，此算法参数获取简便，可快速获得现

场生物气溶胶风险的直观数据；但也存在明显局限。

首先，环境浓度多依赖培养法测定，仅覆盖可培

养微生物，忽略空气中占比颇高的活而不可培养

（VBNC）态微生物[44−45]，易造成风险低估；其次，环境

浓度为瞬时监测结果，未区分微生物粒径与菌群差

异，无法反映长期真实暴露水平，易高估或低估实际

风险，且缺乏与健康效应的直接关联，环境浓度仅体

现“存在量”而非“人体实际摄入量”，无法匹配毒理学

“剂量−效应关系”规律。此外，不同机构制定 RfC标

准存在较大差异，500 CFU/m3 阈值被随意套用至细

菌、真菌及总微生物等不同评估对象，缺乏场景与物

种差异化考量，导致各项研究的评估结果缺乏一致性

与可比性。

2） 以人体暴露剂量与参考浓度比值计算。为量

化人体暴露生物气溶胶的健康风险情况，有大量学

者[21,46−47]修改 HQ计算模型，用 ADD与 RfC的比值计

算健康风险，见式（4）。该模型通过式（1）计算获得人

体吸入暴露剂量，同时沿用参考浓度 RfC（CFU/m3）。

该模型虽考虑了人体的暴露剂量，却未考虑粒径差异

对实际吸入量的影响（如>4.7 μm的微生物不易进入

呼吸道），易造成风险高估；检测层面依赖传统培养计

数，无法覆盖 VBNC状态微生物，进而低估真实暴露

风险。同时，该计算方式存在量纲不统一问题，学者

在计算时把参考环境浓度 RfC与参考暴露剂量 RfD
两者等同，并将 ADD与 RfC的比值认为是 HQ健康

风险，然而二者的比值并非无量纲的倍数关系（而是

m3·kg–1·d–1）。若能进一步明确单位定义与推导依据，

将更符合健康风险评估的科学性要求，也能为后续研

究提供更可靠的方法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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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人体暴露剂量与参考暴露剂量比值计算（忽

略呼吸速率及体重）。进一步，为解决没有参考暴露

剂量的问题，有学者考虑自行计算参考暴露剂量，通

过权威单位给出的参考浓度，考虑呼吸速率及体重

后，计算出一个参考暴露剂量[48−49]，见式（5）。值得注

意的是，学者利用权威机构给出的 RfC值，根据人体

暴露的剂量去推导一个可接受的 RfD计算，这里的

RfD计算虽考虑与 ADD单位匹配，获得倍数比值，但该

剂量并未经过毒理学的剂量−效应关系获得，是否具

有实际参考价值，仍有待考证。此外，在计算 HQ时，

式（5）RfD计算中的呼吸速率（IR）和体重（BW）已隐含于

ADD的计算中。因此，在比值（ADD/RfD计算）中， IR
与 BW被抵消，丢失关键暴露参数，使得暴露评估的

核心变量最终简化为暴露频率（EF）、暴露年限（ED）

和平均寿命（AT），从而忽略了不同人群具有不同呼吸

速率及体重差异（表 2）。
 
 

表 2　不同国家/机构在不同场景下生物气溶胶参考浓度

国家/机构 细菌浓度/（CFU·m−3） 真菌/霉菌浓度/（CFU·m−3） 场景 限制类型 参考文献

中国 1500 — 住宅和办公室 指南值 [50]
中国香港 1000 500/1000 公共建筑室内 指南值 [51−52]
中国台湾 1500 室内空气 法规限值 [53]

韩国 800 800 公共设施、小学和住宅 研究建议值 [54−55]
葡萄牙 500 500 室内空气（学校） 研究建议值 [55−56]
德国 4500 10000 — 经验阈值 [57]

新加坡 — 500 室内空气 指南值 [58]
巴西 — 750 室内空调 指南值 [59]

加拿大 — 500 室内空气 指南值 [60]
澳大利亚 — 500 建筑室内 指南值 [61]

WHO 100 50 医院 指南值 [62]

WHO — 500 室内空气 指南值 [63−64]

NIOSH 1000（总数） 无 — 指南值 [65]

ACGIH 500 无 职业场所 指南值 [66]

EPA 无 无 — — —

注：NIOSH表示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
 

4） 加权平均校正呼吸速率和体重的算法。近年

来，Siddique等[67]提出一种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解决

丢失 IR与 BW关键暴露参数的问题，通过整合时间

加权方法将不同年龄段呼吸速率及体重的差异取平

均值算入 ADD，计算更真实的终生非致癌生物气溶胶

暴露风险，见式（6）。其中 ADD中 IRTWA（时间加权平

均呼吸速率，m3/d）考虑了不同生命阶段的呼吸速率

差异；BWTWA（时间加权平均体重，kg）整合了不同生命

阶段的体重变化；该公式考虑了整个生命周期中特定

年龄的吸入率和体重的动态变化，更精准反映暴露情

况；同时参考性别差异化 RfD取值，超越了仅限成人

的限制。但该方法目前仅在单一地区验证，未充分考

虑地域环境差异与敏感人群特征，参数区域性较强。

且选用的参考暴露剂量同样缺乏毒理学验证。未来

需结合更多区域数据与暴露场景进一步完善。

总体而言，如表 3所示，以上 4种生物气溶胶非

致癌风险的算法是目前文献中常用的方法。这几种

算法各有利弊，其中，直接将参考浓度等同参考剂量

的方法最常用（38篇参考文献），但该方法既未考虑参

考暴露剂量，还存在核心参数量纲不统一的科学性问

题。因此，现有的常用非致癌健康风险评估方法，仍

不能很好地评估整体生物气溶胶的健康风险。

通过采用实测值如流行病学问卷、动物实验等方

法获得暴露参数，可以校正呼吸速率和体重，基于此，

可进一步通过收集 IR、BW等暴露参数计算日均暴露

剂量，同时采用《中国人群暴露参数手册》中的数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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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参考剂量，以此校正健康风险评估中 IR与 BW被

抵消而忽略的问题，构建本土化的 IR与 BW校正的

健康风险模型；通过量化暴露水平与健康效应的关

联，为更全面的健康风险评估提供依据，使健康风险

评估既包含暴露剂量分析，也纳入人群实际健康信

息，进而提升评估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3.2    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估

与非致癌风险评估整体生物气溶胶（所有微生

物）健康风险不同，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估（QMRA）模

型被广泛用于评估环境单一病原体对个体的感染风

险，主要评估职业环境中的病原体感染风险[69]，主要

有 β−泊松模型和指数模型。

将计算的暴露剂量 d式（7）代入相应的单次感染

概率模型中式（10）、式（11），可计算年均感染风险值

和疾病负担。

暴露剂量计算 

d= C× IR×T×AG （7）
年均感染风险值 Pn 根据单次暴露感染概率 Pi 和

暴露次数 n计算 

Pn= 1−(1−Pi)n （8）

疾病负担计算（DB） 

DB= Pn×HB×Pill/inf （9）
式中，d为暴露剂量（cells；copies；CFU）；C为空气中

病 原 微 生 物 的 浓 度（cells/m3； copies/m3； CFU/m3）；

IR为呼吸速率（m3/h）；T为暴露时间（h）；AG为肠胃/

呼吸系统侵入率（%），HB为健康负担（DALYs·case−1），

即暴露后导致的伤残调整寿命年。根据美国 EPA年

度感染概率基准（≤ 10−4）和 WHO疾病负担基准（≤

10−6 DALYs·case−1）表征健康风险结果。剂量−反应模

型是 QMRA的核心环节，用于建立病原体有效暴露剂

量与人体感染概率的定量关系。国际通用的剂量−反
应模型主要包括 β−泊松模型和指数模型，二者基于不

同感染机制假设，分别适用于不同类型病原微生物。

1） β−泊松模型单次暴露感染概率 Pi。β−泊松模

型适用于大多数细菌（如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

球菌） 

Pi = 1−
ï
1+

d
N50

Å
2

1
α − 1
ãò−α

= 1−
Å
1+

d
β

ã−α

（10）

N50/

Å
2

1
α − 1
ã式中，α为形状参数，描述剂量−反应曲线的陡峭程度；

β= 为特征剂量参数，α和 β共同刻画风

险曲线的形态与敏感性，单位：无单位（无量纲参数）；

N50 为半数感染剂量，即导致 50% 暴露人群发生感染

的微生物暴露剂量。

该模型在于能捕捉低剂量暴露下的非线性风险

特征，根据流行病学规律统计而得，与疾病发展的规

律相关联，不同病原体有其对应的权威参数可对照，

例如大肠杆菌的感染概率计算可取 α=0.248，β=48.8[70]

或者 α=0.209，N50=1.12×103[20]。该计算模型参数较

少，计算简单、物理意义清晰、便于快速初步定量单

一病原体的健康风险；缺陷是假设病原体均匀独立分

布，未考虑颗粒团聚、感染异质性等实际情况；通常采

用测序方法计算摄入量，仅考虑数浓度而忽略生物活

性，因而可能高估风险。

2） 指数模型单次暴露感染概率 Pi。指数模型则

适用于高致病性病原体，假设风险与剂量呈线性关

系，模型参数参考值需根据具体病原体确定。指数模

型主要适用于病毒及少部分细菌（如肠球菌、腺病

毒、SARS−CoV−2）如式（11） 

Pi = 1− exp(−k×d) （11）

式中，k为模型的剂量反应参数（无量纲参数），例如，

 

表 3　生物气溶胶非致癌风险 HQ 计算方法对比

计算方式 优点 缺点 参考文献/篇 代表文献

　式（3）以环境浓度与参考浓度比值计
算

　数据获取便捷,直接反映区
域污染水平

　未考虑人体实际暴露剂量
差异 2 [42−43]

　式（4）以人体暴露剂量与参考浓度比
值计算

　关注“环境浓度≠人体暴
露”，尝试关联呼吸暴露，应
用最广

　单位不统一 38 [21,23,46−47]

　式（5）以人体暴露剂量与参考暴露剂
量比值计算（忽略呼吸速率及体重）

　通过推导得到无量纲比值
　RfD无毒理学验证；丢失
IR、BW关键暴露参数 11 [48−49,68]

　式（6）加权平均校正呼吸速率和体重
的计算方法

　动态反应生命周期暴露特
征

　参数区域性较强，缺乏毒
理学验证 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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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球菌的感染概率计算，有学者[71]取 k=1.31×10−7。

指数模型形式简单、参数少、计算便捷，能够反

映暴露剂量与感染风险之间的指数增长关系，适用于

有限数据下的快速评估。缺点是假设病原体感染能

力完全一致，忽略了个体易感性、病原体活性差异及

颗粒团聚效应，且缺乏生物学机制支撑，拟合效果往

往弱于 β−泊松模型。

总体而言，QMRA方法基于明确的剂量−响应关

系，可以精准量化单一病原体的感染风险与疾病负

担。但在实际环境中生物气溶胶组分复杂、未知物种

占比很高，若采用 QMRA逐一核算每种病原体的健

康风险，存在微生物定量难度大与计算流程烦琐的问

题，难以反映整体风险及满足复杂场景快速评估的需

求。因此，在生物气溶胶组成复杂、难以精准识别并

定量所有致病微生物的场所，采用非致癌风险评估来

表征整体风险的方法更具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4    总结与展望

当前生物气溶胶健康风险评估方法以非致癌风

险评估（HQ）与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估（QMRA）为核

心，其中，HQ法可实现生物气溶胶整体风险评价，但

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核心问题集中在 4方面：一是

缺乏经毒理学验证的统一参考暴露剂量及参考浓度

数据库，各机构推荐阈值取值差异较大，制约评估模

型标准化应用；二是计算模型覆盖面不足，计算公式

不统一，参考暴露剂量不明确，仅覆盖可培养细菌和

真菌，忽略了花粉、病毒、内毒素（ACGIH推荐空气悬

浮内毒素为 90 EU/m3（8 h加权平均）[72]）等关键组分

及其协同或拮抗效应。实际大气环境中的生物气溶

胶转化过程极其复杂，如胡若兰等[73]指出的大气二次

有机气溶胶等成分的混合存在，会与生物气溶胶产生

复杂的理化交互作用，现有的方法未能有效整合感染

风险，难以表征综合风险；三是本土化暴露参数缺失，

多沿用欧美数据，与本土人群生理特征、地域环境适

配性差；四是暴露评价维度单一，仅关注呼吸暴露途

径的环境浓度，未考虑生物气溶胶尺寸效应及皮肤接

触、经口摄入等潜在途径，可能低估综合风险。

综上，现有方法的局限性制约了生物气溶胶健康

风险的精准评估，未来生物气溶胶健康风险评估需从

方法优化、数据支撑与暴露途径拓展协同突破，形成

如图 4所示的健康风险评估框架：首先，完善生物气

溶胶检测与活性表征技术，重点突破 VBNC微生物精

准定量难题，将粒径沉积效应、皮肤接触和经口摄入

等途径纳入模型；其次，统一计算方法，量化不同生物

组分对整体健康风险的贡献，同时建立 HQ和

QMRA两类方法通用的标准化分析流程；需整合问卷

调研、环境实测与毒理学实验 3大数据，构建“基础数

据—加权暴露模型—本土 RfD推导”的闭环体系，加

快建立覆盖多成分的生物气溶胶专属参考标准体系，

同时开展分场景、分人群的本土化暴露参数调研，重

点关注老人、儿童和职业暴露人群等敏感群体，构建
 

环境生物气溶胶健康风险评估框架

采样及机会致病菌鉴定

单种微生物健康风险 综合生物气溶胶健康风险

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估（QMRA） 危害商（HQ）

环境参数（浓度、粒径分布、活而不可培养比例）和人体参数（沉积分数、吸入剂量、
暴露时间、呼吸速率、防护修正）→综合计算暴露剂量概率分布

指数模型 β泊松模型 暴露场景确定：
医院、职业场所、公共场所

暴露参数选择

参考暴露剂量选择

参数确定

单次感染风险
年感染风险

非致癌风险HQ计算
HQ=暴露剂量/参考暴露剂量

风险分级：无风险、高风险识别主要
贡献因子

危
害
识
别

暴
露
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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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应

风
险
表
征

图 4　生物气溶胶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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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中国人群生理特征与气候差异的参数数据；最终

实现多途径、全维度的生物气溶胶健康风险的精准计

算，构建适用于复杂场景的综合评估模型，准确识别

健康风险主要贡献因子，为中国健康风险精准防控提

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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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aerosols  contain  infectious  and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emitting  from  hospitals,  waste  treatment  plants,  livestock

farms  and  so  on,  so  the  workers  in  these  situations  face  certain  health  risks  due  to  long−term  exposure  to  high  concentrations  of

bioaerosols. By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recent literatures on the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bioaerosols, this study collates and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assessment methods health risks posed by bioaerosols. Several critical issues are identified, including inconsistent calculation

methods, indiscriminate adoption of assessment methods for chemical substances, lack of localized exposure parameters, and absence of

reference  exposure  doses−effect  relationships.  These  deficiencies  result  in  the  lack  of  scientific  rationality  in  bioaerosol  health  risk

assessments,  leading  to  difficult  comparisons.  Based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this  review  proposes  that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bioaerosols  should  unify  the  calculation  methods,  adopt  local  exposure  parameters,  study  the  corresponding  dose−effect  relationship,

derive  the  local  reference  exposure  dose  (RfD),  and  accelerate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standards,  which  is  helpful  to  accurately

assesses the health risks of bioaerosols.

Keywords　atmospheric bioaerosols; health risk assessment; non−carcinogenic ris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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